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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丛报》中有关日本的论述
顾　　钧
Japan as Represented i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GU Jun
	 As	the	first	English-language	journal	based	in	Canton	(Guangzhou),	The Chinese 
Repository	was	 founded	by	E.	C.	Bridgman,	 the	earliest	American	missionary	 to	China.	
Although	 mainly	 China-centered,	 the	 journal	 gives	 some	 space	 to	 other	 countries	
surrounding	China.	There	are	18	articles	no	less	than	a	couple	of	pages	devoted	to	Japan	
(including	 Ryukyu	 Islands)	 ,	 some	 of	 which	 are	 eyewitness	 reports,	 others	 are	 either	
compilation,	synthesis	or	translation	of	previous	papers	on	Japan.	Before	the	opening	of	
Japan	 in	 1853,	 western	 contributors	 to	 The Chinese Repository	 had	 been	 trying	 to	
obtain	 as	much	 information	 about	 Japan	 as	 possible	 and	 to	 establish	 a	 communication	
channel	 with	 the	 Japanese,	 which	 is	 nowhere	 more	 clearly	 manifested	 than	 in	 these	
articles.	This	paper	looks	at	the	18	pieces	in	a	chronological	order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ir	content,	authorship	and	background,	for	the	purpose	of	throwing	a	new	light	on	
relations	 among	 Japan,	 China,	 U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before	 the	 Perry	
expedition.
	 keywords：	《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日中关系，Japan-China	relations，
日美关系，Japan-US	relations
　　⑴Religious	worship	of	 the	Japanese（第 2 卷第 7 期，1833年11月）。这篇文章出自一个名为G.	H.	
Burger的人之手。他在这篇文章中简要介绍了日本两种主要的宗教―本土的神道教和外来的佛教。根
据文前裨治文的“编者按”，Burger博士几年前曾到中国访问，此前曾在日本住过一段时间，这篇介绍性
的文字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给裨治文提供一些有关日本的信息，所以裨治文因为自己没有经过作者同
意就发表这篇文章而感到有些歉意。但裨治文希望传播有关日本信息的愿望显然克服了他的歉意，他不仅
发表了这篇文章，而且还在“编者按”中做了一些补充。比如Burger在文中指出古代日本高级官员去世
后，有用活人或者泥人做陪葬的做法，裨治文于是补充说，在中国也有同样的做法，并且引用孔子“始作
俑者，其无后乎”来支持自己的看法。又如讲到日本天皇时，裨治文特别引用了德国学者克拉普罗特
（H.	J.	Klaproth）刊载于法国亚洲学会《学报》（Journal	Asiatique）1833年 2 月号上的一篇文章，指出
当时人们对于幕府将军和天皇的关系存在误解，天皇不仅是精神领袖，也是世俗的帝王，只是由于历史原
因原本只是军事首领的幕府将军篡夺了天皇的世俗权力。G.	H.	Burger这个人物的来历待考，根据裨治文
的“编者按”，在1833年11月这篇文章刊出的时候，Burger正在日本做研究，可见他是一个对日本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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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的学者。裨治文是1830年 2 月到达广州的，所以他和Burger见面并从他那里获得有关日本的信息应
该是在1830年初到1833年底这段时间的某个时候。
　　⑵Geography,	people,	government,	intercourse	with,	and	productions	of	Japan（第 3 卷第 7 期，
1833年11月）。这篇文章出自裨治文，从上文⑴我们可以看出，裨治文很注意收集有关日本的信息，不仅
通过与G.	H.	Burger的交谈，也通过阅读克拉普罗特的文章。这篇关于日本的文章是他在综述前人有关日
本信息的基础上而编写成的。根据他在文中所承认的（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他承认了同样的事实），这些
前人包括Engelbert	Kaempfer（德国博物学家，著有《日本史》）、Vasily	Golovnin（俄国航海家，著有
《日本囚禁三年记》）、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德国医生，著有《日本》）等有名有姓的作者以及没有
列出名字的几个耶稣会士和中国作者。在这篇文章中裨治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日本的位置、区划、山川、
物产、人种、政治、法律、宗教、风俗以及早期的历史等情况。
　　⑶Notice	of	a	Corean	and	Japanese	vocabulary（第 4 卷第 4 期，1835年 8 月）。这篇文章是裨治文
为郭实猎（Karl	Gutzlaff）新出的一本译作所写的一个简单的介绍。这部译作的原作是一个帮助朝鲜人学
习日语的词汇表，由于当时汉语在东亚通行，所以这个词汇表的编排方式是先汉字，然后是对应的韩文和
日文。郭实猎的工作是将这个词汇表中的每个汉字翻译成英文，并根据有关的工具书给出每个韩文的发音。
他翻译并出版（1835年在巴达维亚出版）这个词汇表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学习一直很少有人问津的韩文。郭
实猎是个对各种语言都很有兴趣的人，他不仅是近代来华传教士中率先学习日语的人，也是韩语的最早学
习者。在发表有关论日语的文章之前，他关于韩语的文章已经刊载在《中国丛报》第 1 卷上了。郭实猎翻
译的这个小册子作为近代东亚语言和文化交流的一个有趣的例子，值得做更为深入的研究。
　　⑷Remarks	on	the	Japanese	 language（第 6 卷第 3 期，1837年 7 月）。郭实猎是近代来华西方传教
士当中最早学习日语的人士之一，在他之前可能只有麦都思（W.	H.	Medhurst）。1）郭实猎是德国人，
1824年受荷兰布道会派遣到暹罗和中国传教，1831年至1833年他不顾清政府的禁令曾三次乘船沿中国海岸
航行，其中第二次曾到过琉球。郭实猎是1835年底在澳门开始学习日语的，其老师是三名因为船难而流落
到澳门的日本人。关于这三名水手如何来到澳门，根据下文⑹《“马礼逊”号的琉球和日本之行》一文中
的描述是这样的：1831年11月，一艘运粮船从爱知县小野浦驶往江户（今东京）的途中遭遇风暴，十七名
水手中十四人遇难，只有三人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他们的名字是岩吉、久吉、音吉，均来自爱知县的尾
张。这三个水手虽然保住了性命，却严重地偏离了航向，于是他们只好驾驶着这艘运输船随风漂流，在太
平洋上熬过了十四个月（一说十七个月）后在美国西部上岸，地点是俄勒冈的哥伦比亚河口，但上岸后立
刻被当地印第安人抓获，从此开始了一年的奴役生活。1834年 5 月，一位好心的美国商人解救了他们，并
让自己的一位合伙人将他们经英国送往中国，目的是希望能够找机会送他们回日本。岩吉、久吉、音吉于
1835年12月到达澳门后，被安排在郭实猎的住所，这就为郭学习日语提供了机会。1837年 3 月，又有四名
 1）	麦都思1830年在巴达维亚出版了名为An	English	and	Japanese	and	Japa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的词汇手册，
对此《中国丛报》第一卷有简要的介绍（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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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船难而从马尼拉辗转流落到澳门的日本水手（庄藏、寿三郎、熊太郎、力松）被安排在郭实猎的住所，
这不仅为郭提供了更多学习日语的机会，也为1837年 7 月- 8 月的“马礼逊”号的琉球和日本之行提供了
契机。郭实猎是《丛报》的主要作者之一，但他关于日本的文章却只有这唯一的一篇《谈日语》。在进入
正文谈论日语之前，他先发表了一大通感慨。他指出，日本目前的锁国状态主要是因为西方的漠然视之，
如果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则可以建立起和日本更为自由和开放的交往。他指出，日本人虽然在很多方面
和中国人很相似，但从目前与西方有限的交往却能看出，日本人更容易摆脱传统的束缚，更愿意接受西方
先进的事物，对西方人也更友好。在进入正文后，郭实猎对于日语的语音、词汇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简要的
介绍，并对名词、动词、形容词、数量词的构成和用法进行了一一的说明。郭实猎认为，日语是东亚最精
致完美的语言，比汉语更容易吸收西方的知识。郭实猎一方面承认日语受到汉语很大的影响，同时又反复
强调，汉语对于一般的日本人来说是个障碍，那种认为只有掌握了汉语才是有文化、有教养的想法是错误
的，因为要学好汉语必须花费很多年的精力，这样就没有时间去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了。日本只有放弃普
遍的汉语教育（只保留给少数专家）后才能获得新的生机，而且他相信拥有日语这样语言的民族一定会拥
有高度的文明。郭实猎的观点虽然不免偏激，但应该承认其中有不少合理的因素，甚至可以说他在1830年
代的预言后来果然实现了。但必须看到，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能够迅速走上西化的道路，固然有其民族性
格的内在原因，也和它200多年的兰学传统有不小的关系。而中国虽然比日本开放要早，但发展缓慢的原
因是多重的，语言（特别是书面语）的复杂难学不能不说是个原因，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首先打出白话文
的旗帜，也正是因为中国的进步人士意识到古奥的语言已经构成了现代化的巨大障碍。
　　⑸Brief	history	of	Lewchew（第 6 卷第 3 期，1837年 7 月）。裨治文在这篇文章中简要介绍了《琉
球国志略》一书16卷的主要内容。《琉球国志略》为清朝人周煌所著，主要记载琉球国的历史和地理概况。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周煌同翰林院侍讲全魁受命前往琉球，册封尚穆为琉球国中山王，于次年
正月回国。在出使途中，周煌留意当地掌故，随手记录。回国后又参阅大量史籍，整理编辑，手写成书后
进呈皇帝御览，以便把握琉球国的历史、地理、风俗和人情等方面的情况从而确定相应的国策，具有很高
的文献价值。裨治文在《丛报》1837年 7 月号上连续刊出⑷⑸这两篇有关日本和琉球的文章，是因为 7 月
4 日“马礼逊”号离开澳门开始了送七名日本水手回国的航程，所以他希望将“马礼逊”号即将经过的这
两个地区的信息提供给读者。
　　⑹Voyage	of	the	Ship	Morrison	to	Lewchew	and	Japan（第 6 卷第 5 期，1837年 9 月；第 6 卷第 8
期，1837年12月）。作为这次日本和琉球之行的参加者，卫三畏（S.	W.	Williams）在文章开头便交代了
“马礼逊”号这次行动的目的：送七名流落到澳门的日本水手回国，借此大好机会访问日本，并建立起与
日本的关系。“马礼逊”号于 7 月30日到达了江户湾口的浦贺，在靠近陆地的过程中突然遭到了来自平根
山炮台的炮火袭击，于是驶离岸边，停在自以为安全的水域，没想到夜里有四门重炮被拖上了炮台，它们
在第二天发挥了威力，将一发炮弹打在了“马礼逊”号的甲板上，好在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但也足以让
“马礼逊”号放弃了前往江户的计划。在打道回府的回程中，“马礼逊”号又尝试在鹿儿岛登陆，结果又一
次遭到炮击。“马礼逊”号不得不彻底放弃希望，于 8 月29日返回澳门。这次历时两个月，耗资两千美元
的行动最终以完全的失败告终。这次不成功的日本之行，从西方的人权观念看来，充分暴露了德川幕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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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情理和非人道，这为日后美国政府以人权为理由展开对日外交提供了依据。对于卫三畏个人来说，这
次失败的行动也促使他开始学习日语和收集有关日本的信息，这也为他日后于1853-54年作为翻译参加佩
里远征日本的行动提供了契机。此次日本和琉球之行的翻译是当时唯一懂一点日语的郭实猎，“马礼逊”
号出发时，他正在英国战船“拉雷”号上执行任务，在“马礼逊”号到达琉球首府那霸的第三天（ 7 月15
日），他被“拉雷”号送到了那里，加入了此次日本之行的行列。
　　⑺Sketch	of	Portuguese	and	Spanish	intercourse	with	Japan（第 6 卷第10期，1838年 2 月）
　　⑻Brief	sketch	of	the	Dutch	intercourse	with	Japan（第 6 卷第12期，1838年 4 月）
　　⑼English	intercourse	with	Japan（第 7 卷第 4 期，1838年 8 月）
　　这三篇文章的作者都是C.	W.	King，他在文中回顾了有史以来西方国家与日本的交往，所使用的材
料也都是取自前人，如Charlevoix，Kaempfer等。King参加了1837年 7 - 8 月的“马礼逊”号行动，回
来后写了一个小册子，叙述这次行动的过程，在进入正题之前，他回顾了四个主要的欧洲国家与日本交往
的历史。虽然是整合前人的成果，但因为内容比较重要，且《丛报》以前关于日本的文章还少有这方面的
论述，所以King的这部分文字虽然不是专门为《丛报》所写，但还是被编者拿来分三次刊登在《丛报》
上。King的书在1839年出版，出版后裨治文为该书写了一个书评，参看下文⑿。
　　⑽Visits	of	English	ships	to	Japan（第 7 卷第11期，1839年 3 月）。在这篇文章中卫三畏摘抄有关资
料叙述了两艘英国船只在日本截然不同的遭遇。“兄弟”（brothers）号于1818年 6 月17日到达江户湾，船
长Peter	Gordon提出与日本通商的要求，虽然被拒绝，但还是和平地离开了日本。而另一艘英国船“塞
浦路斯”（Cyprus）号则和“马礼逊”号一样遭到了炮击。卫三畏认为，“马礼逊”号之所以被炮击，一
个没有得到完全确证的原因是，两三年前一艘外国船的船员曾在鹿儿岛湾附近上岸并抢夺了一些牲口，而
“马礼逊”号则被认为是这只船的再次光临。虽然有关资料没有提供“塞浦路斯”号被炮击的原因，卫三
畏怀疑很可能也是由于某种不当行动或误会所致。虽然已经两年过去了，但“马礼逊”号被炮击这件事显
然还一直让卫三畏耿耿于怀。根据其他的资料来看，“马礼逊”号被炮击的最大原因是德川幕府早在1825
年就发布过“驱逐令”，驱逐所有靠近日本海岸的非中国和荷兰船只。这也是1829年“塞浦路斯”号被炮
击的原因。而德川幕府1825年发布“驱逐令”的原因，则确实是因为此前一些商船在日本海岸的不法抢掠。
正是由于这个“驱逐令”，致使浦贺和鹿儿岛的地方官员在不问青红皂白的情况下就对“马礼逊”号进行
了炮击。至于“马礼逊”号来日本的真正目的，德川幕府直到一年后才从荷兰驻长崎的贸易官员那里得知。
有趣的是，荷兰人的报告中将“马礼逊”号误说成是一艘英国船，造成这一误解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是英国人，作为最早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他不仅得到了英国商人，也同样受到了美国
商人的尊敬。幕府高层最终知道“马礼逊”号是一艘美国船是在1842年，这一年荷兰驻长崎的贸易官员将
两位漂流民―庄藏、寿三郎―给家人的书信带到了江户。在信中，两人描述了他们漂流和被“马礼
逊”号送回国的经历。他们的书信对1842年德川幕府取消“驱逐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⑾Japanese	Embassy	to	Rome	in	1582（第 8 卷第 6 期，1839年10月）。卫三畏摘译有关资料论述了
1582年位于九州的三个藩主送四个年轻人出使罗马的过程。使团在耶稣会神父的带领下，于1582年 2 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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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从长崎出发，于1584年 8 月10日到达里斯本，1585年 3 月23日拜见了罗马教皇Gregory	XIII。他们于
1586年 4 月30日从里斯本返航，在印度果阿停留一段时间后，最终于1590年 7 月27日返回长崎。自从耶稣
会士Xavier1549年到达日本后，天主教在日本逐渐传播开来，1571至1582年发展尤其迅速，但就在这四
个年轻人离开日本期间，形势向不利于天主教的方向发展，至1640年被禁。所以这次对罗马的访问作为日
本早期天主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显得尤其有意义了。
　　⑿Voyages	of	the	ship	Morrison	and	Himmaleh（第 8 卷第 7 期，1839年11月）。在这篇文章中，裨
治文介绍了新近出版的一本书，名为The	Claims	of	Japan	and	Malaysia	upon	Christendom,	exhibited	
in	notes	of	voyages	made	in	1837	from	Canton	in	the	ship	Morrison	and	brig	Himmaleh	（New	York,	
1839）。这本书由两个部分组成，前一部分讲“马礼逊”号的琉球和日本之行（作者是C.	W.	King），后一
部分讲“希马来”号在南婆罗洲地区传播福音的情况（作者是G.	T.	Lay[李太郭]）。之所以把这两部分
放在一起出版，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两艘船都属于美国商人奥立芬的同孚洋行（Olyphant	&	Co.）
King是奥立芬的合伙人，他组织并亲自参加了1837年 7 - 8 月送七名日本人回国的行动，而且为了向德川
幕府显示诚意，金卸下了“马礼逊”号上的武器装备，还特别带上了自己的夫人，并要求同行的美国传教
士卫三畏和伯驾（Peter	Parker）不要带《圣经》和任何传教的小册子，但这些善意的行为没有使他们避
免被炮击的命运。金在书中认为，“马礼逊”号被炮击是对美国的侮辱，并要求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和日本
展开交涉。他在对幕府政权表示不满的同时，对日本民众并无恶感，对七名有家不能回的日本漂流民则表
示了极大的同情。值得注意的是，裨治文在这篇评介性的文字中，提供了这七名日本水手的最新动向：两
人去了美国，一人和郭实猎在一起，一人在马尼拉为郭实猎夫人效力，另外三人在澳门为卫三畏所雇用。
　　⒀Translation	of	a	memoir	on	smelting	copper（第 9 卷第 2 期，1840年 6 月）。这是一篇讲如何炼
铜的文章，由卫三畏从日文翻译成英文。前文已经提到，卫三畏从“马礼逊”号日本之行回来后开始学习
日语，到现在可以翻译日文小册子（虽然只有短短20页），说明他的日文水平已经有很大的提高。在翻译
之前，卫三畏有一段简短的说明文字，其中提供了不少重要的信息。他说，自从《丛报》创办以来，日本
就一直使他们深感兴趣，一直希望在该刊物上提供尽可能多和高质量的信息。关于这个日文小册子的来历，
卫三畏说是辗转得自一个名叫M.	Bruger的人，此人是长崎荷兰夷馆的医生，1828年曾经访问过广州，并
带来一些日文书，其中就有这本关于如何炼铜的小册子。我怀疑此M.	Bruger就是⑴中的那个G.	H.	
Burger，虽然姓名拼写有出入。卫三畏接着把从M.	Bruger那里以及其他渠道得到的九本日文书的简单
内容做了一番介绍，由于书名完全是用英文拼写，一时难以还原出日文的题目，有兴趣的学者可以进一步
研究。
　　⒁Notices	of	Japan（分10次连载于第 9 卷和第10卷，1840年 9 月至1841年 6 月）。这10次的主要内容
分别是：1 、与荷兰人的交往；2 、长崎及其周边地区；3 、荷兰人在江户；4 、日本人的家庭生活习
俗；5 、日本的政治、阶级、法律；6 、日本人的性格；7 、近年来西方人打开日本大门的努力；8 、日
语；9 、日本的工艺；10、日本的宗教。根据文前卫三畏的“编者按”，这篇长文是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
学报1839年的几期上摘抄来的。之所以选登这篇长文，是因为随着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人感到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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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门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所以很需要有关日本的信息。卫三畏希望通过这篇长文以及《丛报》上之
前刊载的有关日本的文章，能够帮助人们对日本形成一个基本完整的认识。卫三畏对这篇长文做了一些注
释，并说很多注释中的信息来自那几个日本漂流民。在第一条注释中，卫三畏对这篇长文的资料来源进行
了考证。他指出，西方最初有关日本的信息来自耶稣会士，特别是Charlevoix和	Crasset两位神父，他们
的著作记录了天主教在日本传播和被迫害的情况，在耶稣会士之后信息的主要来源是一批荷兰、德国和俄
国 人， 他 列 举 了Engelbert	Kaempfer，Thunberg，Vasily	Golovnin，Meylan，Heer	Overmeer	
Fischer，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等人的著作和其他一些材料，并指出，目前刊载的这篇长文的作者
主要参考的是Meylan，Heer	Overmeer	Fischer，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这三个人的著作。
　　⒂Captain	Mercator	Cooper’s	visit	 to	Japan（第15卷第 4 期，1846年	 4 月，作者Winslow）。这篇
文章记录了美国捕鲸船“曼哈顿”号的江户之行。1845年 4 月，“曼哈顿”号在日本东南方向的海面作业
时，解救了一批遭遇海难的日本水手，并决定送他们回国。“曼哈顿”号于1845年 4 月17日到达江户湾，
并将这批水手交给了日本政府。“曼哈顿”号这次行动的目的与八年前的“马礼逊”号是一样的，但没有
象“马礼逊”号那样被炮击，而是受到了礼貌的对待，这应该和1842年德川幕府取消“驱逐令”有关。但
日本的锁国政策并没有改变，“曼哈顿”号在江户湾停留四天后，便被要求离开和此后“不要再来”。“编
者后记”警告日本打开大门，不要象中国一样，否则就难免会有一场战争。编者同时认为，日本一旦开放
发展，会成为“东方的英国”。
　　⒃Visit	of	the	U.	S.	S.	Preble	to	Japan（第18卷第 6 期，1849年 6 月，编写者卫三畏）。该文叙述了
美国船只Preble号被派往长崎运回美国水手的经过。1848年 6 月美国捕鲸船Lagoda号在日本海作业时船
只破损，15名船员弃船后在北海道西岸登陆，很快被抓获并被送往长崎。这一消息经过荷兰驻长崎的贸易
官员传到了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David	Geisinger那里，于是他决定派遣Preble号去解救这批被日本扣留
的美国水手。当Preble号于1849年 4 月17日到长崎时，15名水手中已经有 2 人死亡，剩下的13人于 4 月
26日被释放。同日释放的还有另外一位美国人Ranald	MacDonald，他于1848年 6 月离开在日本作业的捕
鲸船Plymouth号，独自来到日本，目的是为了学习日语，被抓获后也被解送到长崎。这14个美国水手在
被扣押近一年后于 4 月27日乘Preble号离开了日本。他们事后在叙述被扣押情况时强调了日本当局的虐
待，于是这次解救美国水手的事件再次说明了日本的残暴和美国的人道主义，这一事件和此前的“马礼
逊”号事件以及其他类似事件为1853年后美国以人权为借口开展对日外交提供了口实。但Lagoda号事件
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根据其他材料可以知道，美国水手在关押期间多次企图逃跑，于是被严加看管，
但并没有被虐待，美国水手事后的叙述有夸大之嫌。而且当这批美国水手1848年 9 月被解送到长崎时，长
崎的地方官曾请示中央政府是否可以让即将出发的荷兰船只将他们带走，可是中央的指示来得太晚，错过
了时机。
　　⒄Letter	from	Doctor	Bettelheim	at	Lewchew（第19卷第 1 期，1850年 1 月；第19卷第 2 期，1850
年 2 月）。在这封长信中，英国传教士医生B.	J.	Bettelheim讲述了他在琉球工作的情况。1843年，鉴于日
本的封闭状态，几个英国海军军官在伦敦成立了一个目的在于向琉球传播基督教的团体，并于1845年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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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Bettelheim。Bettelheim于1846年 5 月 1 日到达那霸，并开始了传教工作。Bettelheim前往琉球前曾在
广州停留过一段时间，和美国传教士有一些接触。1849年Preble号去日本解救美国水手时经过那霸，卫
三畏捎去一封短信给Bettelheim，请他介绍一下在琉球的情况，于是Bettelheim写了这封信，时间是
1849年 9 月，收信人是伯驾。Bettelheim在广州期间和伯驾住在一起，而两人又都是医生，所以关系最为
密切。这封长信后来以单行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伯驾写了序言。Bettelheim在琉球一直工作到1854年，他
后来又给伯驾写过一封信，但其时《丛报》已经停办。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853年佩里将军远征日本过程
中，曾在那霸停留，Bettelheim曾帮助卫三畏起草有关文件。
　　⒅Translation	of	an	account	of	Japan	from	the	Hai—kwoh	Tu	Chi（第19卷第 3 期，1850年 3 月）。
这篇文章是将60卷本《海国图志》的第12卷中关于日本的部分翻译成了英文，译者是威妥玛（T.	Wade）。
威妥玛之所以选择翻译这一卷，是因为此前郭实猎在为《海国图志》写的一篇书评（第16卷第 9 期，1847
年 9 月）中赞扬这一卷的材料都是原始的中文材料，而这对西方人来说是新鲜的。但威妥玛在翻译的过程
中发现自己的工作有些吃力不讨好，因为他觉得其中的新信息并不多，作者魏源主要是摘抄中国史书上已
有的材料。
　　从以上《中国丛报》中18篇有关日本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日本奉行锁国政策的情况下，早期
在华的西方人士一直在努力试图获得有关日本的信息。他们除了因参加不成功的“马礼逊”号行动而对日
本有一些直观的了解外，其他信息主要来自前人的著作。但就是在这样信息渠道不通畅的情况下，他们还
是在《丛报》上努力呈现出了日本方方面面的大致情况。从他们的努力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对早日打开日
本大门，将日本纳入贸易和基督教传播的世界体系的迫切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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